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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冲击意识如何驱动农户数字创业？
——基于重点帮扶县的中介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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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加速向农村渗透的背景下，理解重点帮扶县农户如何感知技术变迁并形成数字创业意愿，对

推动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陕西省 11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301份农户问卷数据，

以“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为分析框架，引入“技术冲击意识”作为外部刺激，构建“技术压

力-信息行为能力”链式中介模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与偏差矫正 Bootstrap 方法，考察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形成机

制与传导路径。研究结果如下。第一，技术冲击意识通过多条中介路径正向影响农户数字创业意愿。其中技术压

力的中介效应最为显著，表现为心理驱动型传导机制；信息行为能力的中介贡献相对有限；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

力的链式中介整体作用较小。第二，分组检验发现，培训经历与技术冲击意识的作用方式存在一定关联。未参加

过培训的农户，技术冲击意识主要通过技术压力路径影响其数字创业意愿；参加过培训的农户，其创业意愿更多依

赖于技能获取带来的直接赋能效应。研究表明，重点帮扶县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形成并非对技术变革的被动反

应，而是心理调适与能力重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为理解欠发达地区农户数字创业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微观证

据，也为同类地区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户能力培育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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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ing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to rural area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how farmers in key support counties perceive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form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to promot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301 farmers in 11 national-level key support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 SOR ) theory and stress coping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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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s the “technological shock awareness” as the external stimulus to constructs the chain intermediary 
model of “technology stress-information behavior capacity”. The mediation model and the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method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farmers 􀆳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echnology shock awareness positively affects farmers 􀆳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through multiple intermediary paths. Among the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stres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manifesting as a psychological-drive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intermediary con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competence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chain 
intermediary of techno-stress-information behavior competence is small. Second, the results of the grouping test 
indicate that training experi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way of action of technology shock awareness to some extent. 
For farmers who have not received training, awareness of technological shock primarily influences their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the path of techno-stress; for farmers who have received training, their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depends more on the direct empowerment effects resulting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of farmers in key support counties is 
not a passive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but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ability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micro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farmers 􀆳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also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farmers􀆳 ability cultivation in similar areas.
Key words： technology shock awareness;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echno-stress;  information behavior 
competence;  key support counties

0　引言

农村数字创业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

在农村地区进行的创业行为［1］。随着数字平台、移

动互联网和智能化工具持续嵌入农村生产和经营体

系，越来越多农户开始尝试依托电商平台、短视频营

销和数字化服务开展创业活动［2］。农村数字创业快

速发展，逐渐成为欠发达地区拓展生计空间、培育内

生增长动力的重要路径［3］。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

设、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等，显著增

强了农户参与数字经济和创业活动的可能性［4-6］。

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市场边界、改善信

息可得性，从而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创业行为［7-8］，并

提升农户收入水平［9］。

已有研究多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性支持

与农户能力禀赋等客观维度系统解释农民数字创业

行为，强调数字技术作为外部机会条件对创业选择

的影响，但是对农户如何在不确定情境中感知技术

变迁，并据此调整行为决策的微观机制缺乏系统刻

画。事实上，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农业生产体系与

农村生活场景的过程中，农户并非被动接受者，其对

技术变迁的主观认知、适应和反应同样构成行为调

整的重要基础［10］。伴随平台经济与智能工具的加速

渗透，个体会形成对技术变迁带来生产生活变化重

构的主观判断［11］，即技术冲击意识。这种对冲击的

感知可能转化为对新技术使用成本、能力不足或环

境不确定性的压力体验［12］，即技术压力。这种压力

进而可能影响其信息获取行为、学习投入及经营

决策。

从社会认知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个体面对外

部环境冲击时，往往经历由情境感知到行为调整的

动态过程［13］。在农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冲击

意识既可能强化农户对自身脆弱性的认知，抑制其

创业意愿；也可能促使其主动获取信息、学习新技能

并重构生产经营方式，进而转化为数字创业意愿。

然而，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一高约束发展

情境下，这一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检验。重点帮扶县

多由原深度贫困县演变而来，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

征：一是经济和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农户面临数字技

能不足、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更加显著的“数字鸿

沟”［14］；二是政策性数字赋能力度显著高于一般农村

地区，政府培训项目、电商帮扶资金和数字服务平台

持续下沉，形成较强的制度推动［15］。这种高政策干

预、强技术不足的特定情境，使得农户对数字技术冲

击的主观感知及随后的适应行为可能呈现特殊性。

-- 2



房琳，等：技术冲击意识如何驱动农户数字创业？——基于重点帮扶县的中介机制分析

因此，巩固脱贫成果与培育内生动力任务并存［16］的
重点帮扶县，不仅是数字技术扩散的薄弱环节，也是

观察农户技术认知与创业决策机制的重要情境

窗口。

基于此，本文以陕西省 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刺激-机体-反应”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与压力应

对理论，构建“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信息行为

能力—数字创业意愿”的链式中介模型，从农户对数

字技术变迁的主观感知出发，围绕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重点帮扶县农户的认知适应与行为调整展开分

析，深入探讨技术冲击意识影响其数字创业意愿的

微观心理机制与传导路径。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

解释重点帮扶县情境下技术冲击意识影响农户数字

创业意愿的中介机制及其群体异质性。研究旨在从

微观层面揭示数字技术扩散影响欠发达地区数字创

业活动的内在逻辑，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

证据与政策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研究以“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为总体分

析框架，引入压力应对理论与创业认知视角，刻画农

民在数字技术冲击情境下，主观感知变化向行为意

愿转化的内在机理。结合重点帮扶县资源约束与制

度支持并存的现实情境展开分析。在 SOR框架中，

技术冲击意识构成外部刺激（S），数字创业意愿为行

为反应（R），机体（O）变量的选择需兼顾心理传导与

能力转化两条路径。相较于技术自我效能感、感知

风险等变量，技术压力更能捕捉农户面对技术变迁

时的情绪性应激反应，在数字基础薄弱、转型成本较

高的重点帮扶县情境中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信

息行为能力则直接对应农户将技术感知转化为创业

行动所需的能力基础，是连接认知与行为的关键环

节。两者共同构成“心理-能力”双路径的机体层，能

够较为完整地刻画技术冲击向创业意愿转化的内在

逻辑。

1.1　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民数字创业意愿：基于技术

压力的心理传导机制

技术冲击意识是指个体对新技术进入既有生产

与生活体系所产生变化的主观感知与综合判断［17］。
SOR理论认为，外部刺激并不直接决定行为结果，而

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认知评估过程间接作

用于行为选择［18］。数字技术加速渗透的背景下，农

民对平台经济、智能工具及数字服务扩散的感知，逐

渐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前置因素。个体一旦意识到

技术变迁可能重塑既有工作方式、能力结构与资源

配置格局，便会评估自身对该变化的可控程度。若

感知到变化超出可控范围，则容易引发紧张感、不确

定性与适应焦虑。研究表明，个体对人工智能、数字

平台等新技术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对

岗位替代、技能失配或工作负荷变化的担忧［19］，从而

显著提升其技术压力水平［20］。在数字基础相对薄

弱、转型成本较高的农村地区，这一心理反应可能更

加突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1：技术冲击意

识对农民感知的技术压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技术压力是指个体在应对技术变迁所带来的要

求与变化时产生的心理负担与紧张感，是技术冲击

意识转化为行为反应的关键心理中间状态。技术冲

击意识是认知层面对技术变迁的主观判断与综合评

估，技术压力是在这一判断基础上产生的情绪性压

力体验。技术冲击意识是压力产生的认知前提，技

术压力是其情绪性后果。既有研究主要立足组织雇

佣情境，普遍认为技术压力会加剧职业倦怠并抑制

绩效［21-22］。然而，压力对行为的影响方向并非一成

不变。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框架［23］指出，压力的行

为效应取决于个体对压力性质的认知评估。当压力

被感知为能够通过努力克服并带来成长收益的“挑

战性压力”时，倾向于激发积极应对行为；反之，当压

力被视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则会抑制行为动机。

重点帮扶县情境下，传统农业增收空间有限，而数字

技术带来的新兴经营渠道，如电商、直播带货等，为

农户提供了可见的生计替代方案，形成清晰的“收益

预期”。叠加政府电商帮扶资金与信息资源持续下

沉的制度性支持［24］，显著降低了农户应对技术冲击

的门槛。这使得原本可能成为“阻碍”的技术压力，

在政策支持下转变为农户重塑职业路径、捕捉数字

红利的动力［25］，从而可能被农户评估为一种“有资源

可借”的挑战性压力。在生存推力与政策拉力的共

同作用下，技术压力反而能够激发农户通过数字创

业实现生计转型的意愿，而非导致退缩与回避。研

究表明，在资源约束与生计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境中，

外部冲击往往通过“推力机制”促使个体进入创业或

自雇状态［26］。基于此，提出假设H2：技术压力对农

民数字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可知，技术冲击意识并非直接作用于数字

创业决策，而是通过引发技术压力这一关键心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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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机制，推动农民从被动感知冲击向主动回应变化

转变。技术压力在其中承担着连接外部技术环境与

内部创业意愿的重要中介功能，构成技术冲击意识

影响农民数字创业意愿的核心认知通道。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设H3：技术压力在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民

数字创业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2　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民数字创业意愿：基于信息

行为的能力转化机制

信息行为能力是指个体在信息环境中主动识别

需求、获取资源、理解内容，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的综合能力［27-28］，是连接外部技术条件与微观经济

行为的重要能力基础。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对

环境变化的主观感知会显著影响其学习动机与行为

投入［29］。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数商兴农工程的持续

推进，数字技术开始改变农村生产生活，农民对技术

变迁的感知，可能引发其对自身知识结构与能力适

配性的重新评估［30］。研究表明，对技术变革敏感度

较高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强的信息搜寻意愿和学

习行为，推动个体能力重构［31］。在信息不对称程度

较高的重点帮扶县，技术冲击意识更容易转化为主

动弥补信息劣势与提升数字素养的内在驱动力。基

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4：技术冲击意识对农

民信息行为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创业认知视角看，个体创业意愿的形成，依赖

其信息理解能力、风险识别能力，以及对市场与技术

环境的主观判断和把握程度［32］。具备较强信息行为

能力的农户，能够更主动地整合信息资源，将外部机

会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33］，从而增强其对数字

创业可行性的判断信心。相较之下，信息能力不足

的农户即使接触到数字技术，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创

业动机。由此提出假设H5：农民信息行为能力对数

字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结合 SOR理论框架，技术冲击意识作为农户对

数字化变迁的主观感知，可能通过影响其信息获取

方式、学习投入及能力积累过程，间接作用于创业意

愿。信息行为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中介功

能，构成技术冲击由认知层面向行为决策层面转化

的重要通道。基于此，提出假设H6：信息行为能力

在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民数字创业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1.3　技术压力和信息行为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压力应对理论指出，个体在评估外部环境带来

的压力后，会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34］。当个体将压

力评价为“挑战”而非单纯“威胁”时，往往倾向于采

取问题聚焦应对。这种模式下，信息搜寻与资源获

取被公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应对行为［35］。即面对不

确定性情境，个体倾向于通过主动收集、整合与分析

相关信息来降低认知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对情境的

理解与控制［36］。
在农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农户感知到数字技

术对即有生产经营方式的冲击后，技术压力不仅是

一种心理负担，也可能成为启动问题聚焦应对的信

号。面对经营方式转型、平台规则调整、数字技术更

迭等新要求，农户往往通过主动搜寻市场信息、学习

数字工具操作方法、与他人交流使用经验等方式回

应压力，从而推动信息行为能力提升。值得注意的

是，压力也可能导致逃避行为，但在重点帮扶县情境

下，逃避路径的成本会高于主动适应路径。一方面，

传统农业增收渠道收窄，逃避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直

接的生计代价；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培训资源与信

息支持降低了主动学习的门槛，使问题聚焦应对成

为更具可及性的选择。因此，技术压力作为认知唤

醒信号，更可能激活农户通过强化信息学习与能力

积累来缓解不确定性［37］。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技术压

力转化为农户能力重构的动态过程，通过持续的信

息获取和技能反馈，实现信息行为能力的整体跃升。

据此，提出假设H7：技术压力对农民信息行为能力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推断，技术冲击意识首先诱

发技术压力，随后通过激活信息学习与能力积累提

升信息行为能力，最终推动数字创业意愿形成。这

种认知唤醒、压力激活、能力重构的动态演进，在重

点帮扶县这一高资源约束与强政策干预并存的情境

中可能更加突出。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现实背景，

提出研究假设H8：技术压力和信息行为能力在技术

冲击意识与农民数字创业意愿之间发挥链式中介

作用。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以陕西省 11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为调研区域，采用分县定额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 3 个

村，每村选取 10名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重点覆盖从

事农业生产及具有数字经营潜在需求的农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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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过程中，调研团队依托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与电商服务站点，采取入户调查与集中发放相

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覆盖对象包括参加过数字技

术应用或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户和普通农户，以增强

样本在数字技术接触程度上的差异性。共发放问卷

33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 301份，有效

率为91.2%。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就学历结构而言，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比

2.66%，略高于一般农村调查样本，主要原因是调研

依托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和电商服务站点开展，部分

表1　样本特征

Tab.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人口特征

性别

是否参加过政府培训

年龄

学历

务农时间

类别

男=1
女=0
是=1
否=0

26岁以下

26~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0岁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5年以下

5~10年

10~20年

20~30年

30年以上

样本数/个
155
146
108
193
25
34
83
75
66
18

129
105
38
21
8

86
82
61
36
36

比例/%
51.50
48.50
35.88
64.12

8.31
11.30
27.57
24.92
21.93

5.98
42.86
34.88
12.62
6.98
2.66

28.57
27.24
20.27
11.96
11.96

注：务农时间包含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活动时间。

受访者为县乡基层工作人员（如驻村干部）或返乡创

业青年，其学历水平相对较高。为排除非农业户籍

人员对结果的干扰，调研阶段已要求受访者具备实

际农业生产或经营经验，样本整体仍以传统农业经

营户为主体。此外，样本中参加过政府培训的农户

占比约 35.88%，未参加者占 64.12%。需说明的是，

培训参与并非随机分配，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即数

字创业意愿较强或信息能力较好的农户更倾向于主

动参与培训。本研究将培训经历作为分组变量，用

于检验中介机制的群体异质性。

2.2　测量工具

为提升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本研究选择国内外

较为成熟的量表，结合研究情景进行适度修订。所

有变量均均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

不符合，5=非常符合），测量题项见表 2。控制变量

中，性别采用虚拟变量处理，其余人口学变量为有序

分类变量，按等级顺序赋值后纳入回归模型。

1）技术冲击意识（Technological Shock Aware⁃
ness，TSA）的测量参考Li等［38］开发的量表，并参考朱

永跃和张明凤［39］的改编版本，结合农村数字化场景

进行适度修订，以测量农民对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进

入农村领域的感知、变化体验和关注程度，共包含 4
个测量题项，如“我知道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等数字

技术正在被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领域”等。

2）数字创业意愿（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nten⁃
tion，DEI）的测量使用 Chang 等［40］基于 Liñán 和

Chen［41］开发的创业意图量表所改编的数字创业意

愿量表，共 6个题项。本研究结合农村数字创业实

际情境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在部分题项中加入“智能

工具（如AI软件）”等表述。

3）技术压力（Techno-Stress，TS）的测量，采用

Bucher 等［42］开发的简版技术压力量表，同时参考

闫艳玲等［43］的研究，结合本研究场景改编量表。量

表包括技术过载、技术入侵、技术不确定性 3个维度

共 9个题项，用于测量农民在数字技术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压力感知水平。原量表中的“社交媒体”均扩

展为“数字平台或智能工具（如电商平台、短视频平

台、AI软件）”。

4）信息行为能力（Information Behavior Compe⁃
tence，IBC）的测量参考闫贝贝等［44］关于农民信息素

养的测量框架，从信息获取、信息理解和信息共享三

个方面刻画农民的信息行为能力，共包含 11 个题

项，用于反映农户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环境下的信息

处理与互动能力特征。

注：图中虚线框代表结构性约束（背景层），包括数字技术设施

可及性、家庭资产水平、既往创业经验等变量，用以体现其对整个传

导链条的潜在调节作用。

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信息行为能力
（机体O2）

技术压力
（机体O1）

技术冲击意识
（刺激S）

数字创业意愿
（反应R）

背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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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制变量。借鉴已有关于农民创业意愿的研

究，选取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学历）与生产特征（务

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学历与务农时间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知识储备与传统生产经验。

本研究侧重于从认知视角（技术压力）与能力视角

（信息行为能力）剖析中介逻辑，而将家庭资产、基础

设施等宏观和物质约束视为既定情境，未将家庭年

收入、既往创业经历、智能手机与宽带可及性等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体系。考虑到这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

农户技术冲击意识的形成与数字创业意愿，其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中介效应估计的精准性。对

此，研究通过稳健性检验加以缓解。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发现（表 2），各测

量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与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8，显著高于阈值 0.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

致性。聚合效度方面，各维度的平均萃取方差

（AVE）均大于 0.5，绝大多数观测题项的标准化因子

载荷均在 0.7以上，表明测量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

度。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压力和信息行为能力两个

维度的部分题项因子载荷在 0.6~0.7之间，但仍予以

保留。原因在于：从内容效度角度来看，这些题项所

反映的“处理事情增多”“随时查看消息”等内容，是

刻画农户技术冲击感知和数字化适应的核心表达。

表2　变量测量

Tab.2　Measurement of variables
变量

技术冲击意识
（TSA）

数字创业意愿
（DEI）

技术压力
（TS）

信息行为能力
（IBC）

量表题项

我知道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正在被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领域

我认为人工智能和直播电商等数字技术会对农业产业发展、
农产品销售等带来显著影响

我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农业生产、销售和经营方式

我会关注人工智能或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应用方面的信息和相关新闻

我打算将来利用互联网、数字平台或智能工具（如AI软件）开展经营活动

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付出努力，尝试通过线上平台开展自己的经营项目

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利用电商平台或AI等数字工具进行创业或线上经营

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通过互联网或智能工具开展经营的创业者

我有比较明确的想法，将来尝试通过数字平台或AI工具开展创业活动

我有较强意愿在未来利用数字平台或AI工具进行创业或线上经营

学习使用数字平台和智能工具（AI工具）进行生产或销售，我感觉节奏被迫加快

使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或AI软件后，我感觉需要处理的事情明显增多

有时我觉得，因为要适应数字工具，我需要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因为使用数字平台和AI工具，我陪伴家人或休息的时间变少了

为了不耽误线上经营或信息沟通，我可能需要随时查看手机或平台消息

数字平台和智能工具已经渗透进我的个人生活

AI工具、电商平台的规则和技术总是在不断更新变化

为了跟上这些变化，我常常需要学习新的功能、规则或操作方法

我所使用的数字平台和AI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经常变化

遇到农产品销售或线上经营问题时，
我会通过手机、网络平台或AI工具主动查找相关信息

我经常使用AI工具询问所需信息

我知道从哪些网站、平台或智能工具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经营信息

我能够使用AI工具和数字平台获取生产、销售或创业方面的信息

我能够看懂网络平台或智能工具提供的农业和经营相关内容

我能够理解他人或数字平台给出的线上经营建议

我能从网络信息中筛选出对自己有帮助的内容

我会向他人分享自己在平台或智能工具使用中的经验

我愿意把自己掌握的有用信息或做法推荐给其他农户

我会和身边的人交流线上经营或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的信息

有人因为我分享的经验和信息，学会使用数字平台或智能工具

因子载荷

0.761
0.737
0.811
0.755
0.772

0.8
0.792
0.785
0.784
0.775
0.753
0.673
0.723
0.697
0.662
0.752
0.768
0.781
0.721
0.811
0.775
0.636
0.748
0.673
0.622
0.632
0.788
0.721
0.824
0.688

Cronbach􀆳s α

0.837

0.926

0.849

0.872

CR

0.85

0.905 8

0.909 4

0.922 8

AVE

0.587 5

0.615 8

0.528

0.5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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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研究指出，在特定社会调查情境下，标准化

因子载荷大于 0.5即可接受。在保留这些题项的前

提下，各维度的AVE与CR均达到学术标准，说明量

表整体聚合效度稳健且合格。

2.4　模型设定

为考察技术冲击意识对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影

响及其链式中介机制，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DEI = α1 + β1 TSA +∑
j = 1

n

λj Control j + ε1 , （1）
TS = α2 + β2 TSA +∑

j = 1

n

λj Control j + ε2 , （2）
IBC = α3 + β3 TSA + β4 TS +∑

j = 1

n

λj Control j + ε3 ,（3）
DEI = α4 + β5 TSA + β6 TS +

β7IBC +∑
j = 1

n

λj Control j + ε4 , （4）
式中：TSA代表自变量技术冲击意识；DEI代表因变

量数字创业意愿；TS代表中介变量技术压力；IBC代

表中介变量信息行为能力；回归系数用 β表示，其中

β1 代表总效应，β2 和 β3 分别代表自变量对两个中介

变量的效应，β4 代表技术压力对信息行为能力的路

径效应，β5代表直接效应，β6和 β7分别代表两个中介

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Control j代表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务农时间，λ j 代表对应控制

变量的系数，α代表常数项，ε代表回归残差。

3　实证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鉴于所有测量变量均源于农户自评，可能存在

调查对象主观评价而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

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法，将所有同源

数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

个公因子的总方差解释比为 27.402%（累计可解释

方差变异为 70.781%），远低于阈值 40%，这表明问

卷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测量结果不会

对后续分析产生显著影响。

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
tor Analysis，CFA）模型进行多模型拟合对比，结果见

表3。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χ 2 /df=1.041，RMSEA=
0.012，CFI=0.998，TLI=0.998，IFI=0.998）显著优于其

他因子模型，说明各变量在测量层面具有相对独

立性。

3.2　区分效度检验

通过对比 AVE 平方根值与变量间相关系数来

衡量区分效度。如表 4所示，各研究变量的AVE平

方根值均显著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这表明不同研究变量之间具有清晰的定义边界，量

表展现出良好的区分效度，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

基础。

3.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研究对各潜变量对应题项取均值形成综合变

量，并用于后续分析。各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

系数如表 5所示。技术冲击意识与技术压力显著正

相关（r=0.511，p<0.01），与信息行为能力显著正相关

（r=0.240，p<0.01），与数字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r=
0.275，p<0.01）；技术压力与数字创业意愿显著正相

关（r=0.269，p<0.01）；信息行为能力与数字创业意愿

显著正相关（r=0.395，p<0.01）。以上结果说明，变量

间关系初步满足假设，为研究假设的验证奠定基础。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

四因子模型（TSA；TS；IBC；DEI）
三因子模型（TSA+TS；IBC；DEI）
二因子模型（TSA+TS+IBC；DEI）
单因子模型（TSA+TS+IBC+DEI）

χ 2 /df
1.041
1.949
3.498
7.705

RMSEA
0.012
0.056
0.091
0.149

CFI
0.998
0.953
0.873
0.656

TLI
0.998
0.944
0.852
0.603

IFI
0.998
0.953
0.874
0.659

表4　区分效度检验

Tab.4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变量

技术冲击意识

技术压力

信息行为能力

数字创业意愿

技术冲击意识

0.766 5
0.511**

0.240**

0.275**

技术压力

0.726 6
0.269**

0.414**

信息行为能力

0.723 3
0.395**

数字创业意愿

0.784 7
注：表格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平方根值；对角线以下数值为相关系数；**表示 p<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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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假设检验

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技术冲击意

识、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力与数字创业意愿之间的

基本关系，采用两步法完成中介机制检验，再使用 
PROCESS Macro（Model 6）对间接效应进行重复抽样

检验，以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所有模型均控制

性别、年龄、学历及务农时间。

3.4.1　中介效应检验

1）技术压力的中介作用检验。由表 6中模型 1
可知，重点帮扶县农户的技术冲击意识正向影响其

数字创业意愿（β=0.292 3，p<0.01）。模型2表明，技术

冲击意识正向影响农民感知的技术压力（β=0.424 3，
p<0.001），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 4将技术压力纳

入基准回归后显示，技术压力对数字创业意愿的影

响显著为正（β=0.476，p<0.001），假设H2得到验证。

此时技术冲击意识的系数由 0.292 3 下降至 0.090，
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初步表明技术压力在技术冲

击意识与农户数字创业意愿之间发挥了较强的中介

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2）信息行为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模型 3 显

示，技术冲击意识正向影响农民的信息行为能力

（β=0.195，p<0.01），假设 H4 得到验证。模型 5 在控

制技术冲击意识的基础上加入信息行为能力，结果

显示信息行为能力对数字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驱

动作用（β=0.453，p<0.001），假设 H5 得到验证。此

时，技术冲击意识的回归系数由 0.292 3 下降至

0.204，且在 0.001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信息行为能

力在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户数字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

分中介作用，假设H6得到验证。

3）技术压力与信息行为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检验。模型 6表明，技术压力对农民信息行为能力

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65，p<0.001）。模型 7显示，

控制技术冲击意识后，技术压力仍显著正向影响信

息行为能力（β=0.197，p<0.01），假设 H7 得到验证。

表5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关系

Tab.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变量

1性别

2年龄

3学历

4培训经历

5务农时间

6技术冲击意识

7技术压力

8信息行为能力

9数字创业意愿

均值

0.515
3.588
1.917
0.36
2.515
3.504
3.417
3.476
3.326

标准差

0.501
1.330
1.034
0.48
1.336
0.935
0.778
0.771
0.998

1
1

0.084
-0.014

0.019
0.076

-0.003
0

0.03
-0.048

2

1
-0.053**

-0.003
0.544**

0.05
0.015
0.067
0.035

3

1
0.02

-0.309**

-0.136*

-0.07
-0.067
-0.046

4

1
-0.029

0.225**

0.343**

0.371**

0.793**

5

1
0.031
0.008
0.032
0.019

6

1
0.511**

0.240**

0.275**

7

1
0.269**

0.414**

8

1
0.395**

9

1
注：样本数为301个；**表示 p<0.01，*表示 p<0.05，双尾检验。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6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务农时间

技术冲击意识

技术压力

信息行为能力

R2

△R2

F

技术压力

模型2
0.003 7

-0.008 3
-0.006 6
-0.001 7

0.424 3***

0.261
0.192

20.844***

信息行为能力

模型3
0.040 8
0.030 6

-0.006 7
-0.005 1

0.195**

0.062
0.023
3.867**

模型6
0.039
0.031

-0.016 3
-0.004 5

0.265***

0.077
0.002
4.96***

模型7
0.040 1
0.032 2

-0.005 4
-0.004 7

0.111**

0.197**

0.091
0.014
4.893***

数字创业意愿

模型1
-0.099

0.019 9
0.004 7
0.001 3
0.292 3**

0.078
0.074
5.02***

模型4
-0.101

0.023 9
0.007 8
0.002 1
0.090
0.476***

0.18
0.102

10.77***

模型5
-0.117

0.006
0.007 8
0.003 6
0.204***

0.453***

0.194
0.115

11.76***

模型8
-0.116

0.011
0.010
0.004
0.047
0.399***

0.390***

0.263
0.069

14.924***

注：样本数为301个；***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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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适度的技术压力能倒逼农户产生信息获

取与处理动力。最后，模型 8将自变量和两个中介

变量同时纳入模型。结果显示，技术压力（β=0.399，
p<0.001）与信息行为能力（β=0.390，p<0.001）对数字

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保持显著，而技术冲击意识对

数字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β=0.047，p>0.05）不再显

著。上述结果表明，技术冲击意识主要通过三条间

接路径驱动农民数字创业意愿：技术压力的单独中介

路径、信息行为能力的单独中介路径和通过技术压力

与信息行为能力的链式中介路径，假设H8得到验证。

3.4.2　路径稳健性检验：基于Bootstrap方法

为验证中介路径的稳健性，采用 Bootstrap方法

在 95% 置信区间下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结果如

表 7所示。技术冲击意识对数字创业意愿的总效应

显著（β=0.292 4，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纳入中

介变量后，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表明直接路

径不显著。总间接效应显著（β=0.245 6，95%置信区

间不含 0），再次证实技术冲击意识对农民数字创业

意愿的影响完全通过中介路径实现。

具体而言，技术冲击意识通过技术压力的间接

效应为 0.169 4（约占总间接效应的 68.97%），信息行

为能力的单独中介路径效应为 0.043 5（约占总间接

效应的 17.71%），通过“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力”

产生的链式间接效应为 0.032 7（约占总间接效应的

13.31%），上述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三条中介

路径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其中，技术压力的单独

中介路径效应最大，是技术冲击意识影响农民数字

创业意愿的核心传导机制；信息行为能力的单独中

介路径效应居中，构成第二条重要路径。上述两条

路径体现了不同的转化逻辑。技术压力路径表现为

以“推”为特征的心理驱动型机制：农户在感知到电

商、AI等数字智能技术渗透带来的外部冲击后，技

术压力作为认知唤醒信号，促使其重新评估既有生

计方式并产生转型动机。信息行为能力中介路径则

表现为以“拉”为主的能力驱动型机制：农户对技术

冲击的感知，促使其主动弥补信息劣势、强化学习投

入，在能力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更为理性的创业判断。

结合中介效应与路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中

介检验中模型8的R2较模型5有所提升，说明信息行

为能力的加入提供了额外的解释力。但 R2增幅较

小，且 Bootstrap 检验结果中链式路径效应量较小

（0.032 7），表明“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力”这条链

式传导路径的实际解释贡献相对有限。

为进一步缓解控制变量遗漏、自选择偏误可能

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采用 White 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对核心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如表 8所示，与基准

回归相比，各核心路径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不变，标

准误虽略有调整，但各路径的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变

化，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4.3　拓展分析：培训经历的作用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经历对

技术冲击意识与农民数字创业意愿关系的影响，在

表7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7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项目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H3：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数字创业意愿

H6：技术冲击意识—信息行为能力—数字创业意愿

H8：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力—数字创业意愿

回归系数

0.292 4
0.046 8
0.245 6
0.169 4
0.043 5
0.032 7

标准误

0.060 2
0.063 2
0.036 0
0.030 8
0.022 3
0.012 3

95%置信区间

［0.173 8，0.410 9］
［-0.077 5，0.171 1］
［0.176 7，0.319 3］
［0.112 8，0.234 1］
［0.001 0，0.089 4］
［0.011 1，0.059 5］

表8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

Tab.8　Results of heteroscedasticity robust standard error regression
路径

H1：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

H4：技术冲击意识—信息行为能力

H7：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力

H2：技术压力—数字创业意愿

H5：信息行为能力—数字创业意愿

技术冲击意识—数字创业意愿（直接效应）

回归系数

0.424 3
0.195 1
0.264 7
0.476 2
0.453 3
0.046 7

普通标准误

0.042 0
0.046 9
0.055 6
0.078 8
0.069 9
0.063 2

稳健标准误

0.035 7
0.046 2
0.053 8
0.070 9
0.067 4
0.061 9

显著性变化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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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模型基础上，将“是否参加过电商、AI工具使用

或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纳入回归方程（参加过=1，未
参加过=0）进行扩展分析，并引入技术冲击意识与培

训经历的交互项以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9所示。

模型 1显示，技术冲击意识对数字创业意愿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β=0.274，p<0.01）。模型 2纳入培训经

历后，模型解释力显著提升（R2 由 0.078 提高至

0.646），培训经历对数字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0.775，p<0.001），同时技术冲击意识的回归系

数由 0.274降至 0.094（p<0.01）。这表明培训经历与

技术冲击意识在解释农民数字创业意愿方面存在一

定程度的关联重叠，但受培训变量自选择偏误的影

响，上述系数反映的是相关差异，而非因果替代关

系。模型3中交互项系数为-0.161，且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表明在当前样本下未发现培训经历对技术冲

击意识与数字创业意愿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培训

经历与技术冲击意识在解释数字创业意愿方面主要

表现为相对独立的关联效应，而非显著的交互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培训经历变量视为二

值虚拟变量，未能区分培训类型、时长及效果的差

异，这一测量局限可能影响结果的解释深度。尽管

如此，培训变量的引入明显改变了技术冲击意识的

表9　拓展分析

Tab.9　Expanded analysis

变量

培训经历

技术冲击意识

技术冲击意识×培训经历

控制变量

R2

△R2

F

数字创业意愿

模型1

0.274**

控制

0.078

5.02***

模型2
0.775***

0.094**

控制

0.646
0.568

89.532***

模型3
0.924***

-0.161
控制

0.648
0.002

76.911***

注：样本数为301个；***表示p<0.001，**表示p<0.01，双尾检验。

回归系数，且培训本身具有较强解释力，提示不同培

训状态下，技术冲击意识的传导路径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基于此，进一步通过分组Bootstrap方法，对参

加过与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户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以考察中介机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表现。

3.4.4　异质性分析：基于培训经历的分组检验

为识别培训经历是否影响技术冲击意识的作用

机制，将样本按照是否参加过培训分为两组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 10所示。在未参加培训组中，技术冲

击意识对农民数字创业意愿的总效应显著，主要通

过技术压力的单独中介路径实现，表现为显著的间

接效应（β=0.075 9，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信息行

为能力的单独中介路径以及技术压力—信息行为能

力的链式中介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均包含 0，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相比之下，在参加培训组中，技术冲

击意识对数字创业意愿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各

中介路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95%置信区间均包

含 0）。上述结果表明，技术冲击意识的传导机制在

两类群体间存在差异，即是否参加培训与技术冲击

意识的作用方式具有一定关联。具体而言，在未参

加过培训的农户中，技术冲击意识主要通过技术压

力的心理路径间接影响数字创业意愿，表明在缺乏

外部能力支持的情境下，农户更可能通过压力感知

形成转型动机；而在参加过培训的农户中，各中介路

径均未获得显著支持，整体作用呈现弱化特征。这

一差异提示，培训经历可能构成技术冲击意识内生

传导机制的一个群体边界条件。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1）技术冲击意识对重点帮扶县农户数字创业意

愿的影响通过间接路径实现，直接效应不显著。其

表10　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10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or the mediating effect
项目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H3：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数字创业意愿

H6：技术冲击意识—信息行为能力—数字创业意愿

H8：技术冲击意识—技术压力—
信息行为能力—数字创业意愿

回归系数

A组

0.069 2
0.032 2
0.037 0
0.031 6

-0.000 8
0.006 1

B组

0.127 8
0.030 7
0.097 1
0.075 9
0.017 0
0.004 2

标准误

A组

0.039 5
0.046 9
0.026 4
0.026 1
0.011 5
0.006 2

B组

0.054 3
0.059 6
0.030 5
0.026 6
0.013 6
0.004 7

95%置信区间

A组

［-0.009 0，0.147 5］
［-0.060 8，0.125 2］
［-0.016 1，0.089 1］
［-0.021 2，0.083 0］
［-0.022 3，0.025 6］
［-0.005 6，0.019 3］

B组

［0.020 7，0.235 0］
［-0.086 0，0.147 4］
［0.040 1，0.164 0］
［0.027 6，0.131 3］
［-0.003 4，0.049 5］
［-0.002 5，0.016 3］

注：A组为参加培训组，样本数为108个；B组为未参加培训组，样本数为1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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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主要通过两条本质不同的路径传导：技术压力

的中介路径与信息行为能力的中介路径，两类机制

在作用强度与稳定性上存在明显差异。

2）技术压力中介路径构成主要传导机制。技术

冲击意识通过技术压力对数字创业意愿产生显著正

向间接影响，技术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

作用，表现为以心理驱动为特征的转化逻辑。

3）信息行为能力中介路径的作用相对有限。信

息行为能力在技术冲击意识与数字创业意愿之间发

挥部分中介作用，但效应量较小，表明尽管技术冲击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户加强信息获取与学习投

入，但能力积累向创业意愿的转化并不普遍发生，更

多依赖于个体条件及外部支持。

4）技术压力与信息行为能力的链式中介路径在

总体样本中统计显著，但效应量仅占总间接效应的

13.31%，且分组检验显示该路径在参加培训组与未

参加培训组中均未达到统计显著。该路径宜定位为

一条边际存在的补充路径，而非稳定的主干传导机

制，其现实意义在于揭示部分农户在压力情境下通

过学习实现能力提升的可能性。

5）技术冲击意识的作用机制存在群体异质性。

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户，技术冲击意识主要通过技术

压力路径间接影响其数字创业意愿；参加过培训的

农户，各中介路径均未获得显著支持，说明培训经历

与技术冲击意识在解释数字创业意愿方面主要表现

为相对独立的关联效应，而非显著的交互效应。

4.2　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重点帮扶县这一发展

约束较强的情境下，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形成主要

表现为外部技术冲击触发、经心理调适与能力重构

逐步完成的转化过程，即技术冲击意识对农户数字

创业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实现，其中压力

驱动路径发挥主导作用，而能力转化路径及链式中

介路径表现出较强的情境依赖性与不稳定性。这一

发现具有以下理论含义。

1）技术压力在特定情境下可表现为“挑战性压

力”而非单纯的“阻碍性压力”。本研究中技术压力

对数字创业意愿呈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与传统将技

术压力视为单一负面因素的认知有所不同。这一差

异可能与重点帮扶县特殊情境下，数字技术提供的

可替代生计预期以及政策的制度性推动形成的外部

激励有关，从而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转化为促进创

业的动力。

2）信息行为能力路径的作用有限，提示能力积

累向创业意愿的转化存在较高门槛。尽管技术冲击

可能促使农户加强信息获取与学习投入，但从“能力

提升”到“创业意愿形成”之间，仍需外部条件（如市

场接入、资金支持、成功榜样）的催化。这解释了为

何链式中介路径（压力→能力→意愿）效应量较小且

表现出样本依赖性。

3）本文引入了培训参与的分组中介检验，其目

的是识别技术冲击意识作用机制的群体适用边界，

而非评估培训政策的因果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

明，外部制度性能力供给（培训）可能使农户的创业

决策不再依赖技术冲击感知所触发的内生心理驱动

路径。培训经历与技术冲击意识的作用机制之间存

在群体边界条件。需要说明的是，交互项不显著以

及分组样本规模差异可能影响统计检验结果，提示

培训的调节作用仍需更大样本和更精细的测量进一

步验证。

4.3　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重点帮扶县数字基础

相对薄弱、资源积累不足的现实特征，本研究认为欠

发达地区在推进农民数字创业时，不仅应强化技术

应用，也应注重其作用机制的差异性与情境适配性。

研究表明，技术压力疏导与信息行为能力直接培育

是技术冲击意识影响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两条主要

传导路径，政策资源应优先向这两条路径倾斜，故建

议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重视技术冲击背景下农户心理感知的引

导与调适，引导技术压力从阻碍性转向挑战性。研

究表明，技术冲击意识主要通过技术压力路径影响

农户的数字创业意愿。建议在重点帮扶县推进数字

赋能的政策实施中，关注农户对技术变迁的主观认

知与情绪反应，将技术不确定性管理纳入政策实施

过程。具体而言，一是依托村级组织定期开展“数字

技术应用”专题宣讲，通过本村、邻村、县域、市域内

成功电商案例展示，帮助农户建立清晰的收益预期，

以降低其对技术变迁的不确定感；二是建立数字创

业“传帮带”机制，邀请有线上运营经验的农户担任

示范户，通过同伴示范与经验分享，使技术压力在可

见的成功路径面前转化为挑战性动力，从而激活农

户数字创业意愿。

第二，强化培训的直接赋能作用，提升其针对性

与持续性。实证结果表明，培训对农户数字创业意

愿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关联，但在当前样本中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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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对技术冲击意识传导路径的显著调节效用，提

示培训更主要通过直接提升农户技能与认知水平发

挥作用。因此，应围绕电商运营、数字平台应用及智

能工具使用等关键环节，优化培训内容设计，突出实

践导向和场景化教学，强化农户的信息搜寻、甄别、

理解与共享能力。同时，推动培训由一次性供给向

阶段性支持转变，通过跟踪指导与反馈机制，提高培

训效果的持续性与转化率，推动农户数字创业从被

动尝试转向稳定参与。

第三，完善信息服务与资源对接体系，降低能力

转化的现实约束。研究发现，信息行为能力路径及

链式中介路径整体作用相对有限，表明能力积累向

创业行为的转化仍存在一定约束。因此，在帮助农

户缓解技术焦虑、加强培训供给的同时，还需从外部

环境入手，改善农户信息获取与资源对接条件。可

依托村级组织、电商服务站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构建稳定的信息服务网络，提供市场信息、平台对接

和运营指导等支持，降低信息获取与市场进入成本，

为农户将技术认知与初步能力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

创造必要条件。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研究基于重点帮扶县农户样本，系统考察了技

术冲击意识影响农户数字创业意愿的心理与能力机

制，但仍存在一定研究边界，有待后续研究拓展。

第一，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未控制农户既往

创业经验、家庭资产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可及性等可

能影响数字创业决策的变量，存在遗漏变量风险，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介效应估计的精确性，削弱

“心理—能力—行为”中介链条的纯净性检验。研究

中虽已通过White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论保持一致，但仍建议后续研究可在数据条件

允许时，通过更详尽的农户家计调查，引入资产与环

境维度的控制变量，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本研究采用横截面问卷数据，主要刻画农

户在特定阶段对数字技术冲击的主观感知及其创业

意向，难以揭示相关变量随时间演进的动态变化过

程。而技术冲击意识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可能具有滞

后性与长效性，尤其是链式中介路径（技术压力—信

息行为能力）的效应量有限且表现出样本依赖性，其

动态累积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通过引

入数字素养基线水平等调节变量，或采用追踪调查

或面板数据设计，进一步识别该路径的适用条件与

动态演进机制。

第三，研究中将是否参加过政府相关数字技术

培训（二值虚拟变量）作为培训变量，未能区分培训

类型、时长、内容等的异质性，这一测量局限可能影

响分组结果的解释深度。后续研究可采用更精细的

培训类型分类与效果评估指标，并在更大样本条件

下进一步验证培训经历对技术冲击意识作用机制的

群体调节效应。

第四，本文样本主要来源于陕西省重点帮扶县，

研究结论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后续研究可拓展至数字底座建设程度不同的区域开

展对比研究，以深化对数字技术冲击下农民创业行

为区域差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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